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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制造对企业绿色双元创新的差异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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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资源基础观，以2012—2023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

智能制造对企业绿色双元创新的差异化影响，并探究绿色投资者和环境规制对该影响的调节

作用。研究发现：（1）智能制造能够推动企业绿色双元创新的提升，且相比绿色探索式创新，智

能制造对绿色利用式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突出。在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

立。（2）绿色投资者对智能制造与绿色双元创新之间的关系起到强化作用，并且更明显地增强

了智能制造对绿色利用式创新的影响。相比之下，环境规制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智能制造对

绿色双元创新的促进作用，尽管这种削弱作用在不同维度的创新之间并无明显差异。（3）异质

性分析显示，在非高科技行业、大规模企业以及实施智能制造专项试点政策的情境下，智能制

造更有助于促进企业的绿色双元创新。本文的研究发现不仅拓展了智能制造与绿色创新关系

的研究文献，还为企业管理者通过采用智能制造来促进绿色双元创新提供了重要的管理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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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引　言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浪潮中，智能制造作为制造强国建设的主攻方向，不仅改变了企业生

产要素的配置方式，还重塑了企业的绿色治理模式。绿色创新作为企业绿色治理模式的重要内

容，其高质量推进离不开前沿技术赋能的重要支撑，而智能制造通过数智化转型实现资源配置

的优化，突破创新瓶颈，为企业绿色创新提供了持续的动力。为了将智能制造深度融入绿色创

新中，工业和信息化部《“十四五”智能制造发展规划》将虚实结合、知识驱动、动态优化与绿色

低碳同时纳入发展目标，这是推动智能制造与绿色创新协同发展的重要尝试。从实践来看，企

业中存在两种绿色创新行为，一是利用现有的环境知识、能力和实践来改进现有的绿色产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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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实现短期见效的绿色创新，二是利用新信息、知识和技能，开发新的绿色市场和产品，实

现突破性绿色创新（Asiaei等，2023）。根据双元创新理论（March，1991），上述两种绿色创新行

为可视为绿色双元创新，即绿色利用式创新和绿色探索式创新。然而，企业在将智能制造与绿

色双元创新深度融合的过程中普遍存在“路径依赖”：大多数企业常常不断强化短期见效的绿

色利用式创新，而较少企业投入具有突破性技术的绿色探索式创新。这一原因在于我国制造企

业“大而不强”的固有弊端——自主驱动力不足、创新效率低、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等先天劣

势，使得企业不得不将资源集中于利用式创新（余倩和詹新宇，2025；王琳等，2025）。绿色利用

式创新虽能快速回应利益相关者的关注和诉求，但往往容易落入短视主义和能力陷阱中（胡楠

等，2021）；绿色探索式创新虽具有高投入、长周期的特征，但企业若不重视绿色探索式创新，则

难以攻克关键的绿色技术，从而无法形成长期可持续竞争优势（Cui等，2025）。在此背景下，识

别智能制造对绿色双元创新的影响，并使智能制造对绿色双元创新的作用实现平衡，是亟须解

决的重要理论问题，为解决企业绿色创新“短期效益”与“长期价值”矛盾提供实践指导。

关于绿色双元创新与智能制造的相关研究，现有文献已经产生了丰富的洞见，但依然存在

如下研究缺口：（1）鉴于不同类型的绿色创新需要不同的资源和能力，但现有文献主要将绿色

创新视为单维度构想，尚未清晰阐释智能制造作为企业的前沿技术资源如何差异化影响绿色

双元创新。（2）考虑到绿色投资者和环境规制作为企业重要的内外部权变因素，现有文献主要

探讨了智能制造对绿色创新影响的中介机制，忽略了绿色投资者和环境规制如何调节两者之

间的关系，更未研究其对智能制造与绿色双元创新关系的调节作用。（3）由于企业实施智能制

造是个动态发展过程，现有文献多以智能制造政策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进行政策效应评估，却

鲜有研究利用文本挖掘衡量企业实施智能制造的动态发展水平。

为了填补上述研究缺口，本文探究智能制造对绿色双元创新的差异化影响以及绿色投资

者和环境规制对该影响的调节作用，相较于现有文献，边际贡献体现在：（1）基于资源基础观，

深入分析智能制造对绿色双元创新的差异化影响，这不仅为企业绿色双元创新影响因素的研

究提供了新的切入角度，还丰富了智能制造经济结构的相关研究成果。（2）利用利益相关者理

论和制度理论探讨了绿色投资者和环境规制如何调节智能制造对绿色双元创新的影响，为理

解不同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制度环境下智能制造对绿色双元创新的影响提供了新的见解。（3）
聚焦智能制造这一前沿话题，利用文本挖掘方法解析多维度的非结构化文本数据，构建智能制

造的动态发展水平指标，丰富了智能制造测量方法的研究文献。

 二、  文献综述

绿色双元创新驱动因素是近年来绿色创新研究领域的重要议题，现有文献已从能力基础、

战略导向、资源资本、治理机制、制度因素及技术情境等层面进行探讨：（1）在能力基础层面，绿

色知识获取、吸收与整合能力被视为推动绿色双元创新的核心基础（Asiaei等，2023；Javed等，

2025）；绿色动态能力通过资源重构在绿色双元创新之间实现动态平衡（Wan等，2025；Chu等，

2025）。（2）在战略导向层面，绿色学习导向和绿色创业导向有助于企业持续积累绿色知识、识

别绿色机会，从而推动绿色双元创新（Wang等，2020；Shehzad等，2023a）。（3）在资源资本层面，

绿色人力资本、结构资本与关系资本为突破性技术研发与流程改进提供关键支撑，从而促进绿

色双元创新（Shehzad等，2023b）。（4）在治理机制方面，高管团队技术印记、高管双元环保认知、

ESG委员会特征等治理安排均能通过强化企业环境责任、缓释创新风险，从而促进绿色双元创

新（席龙胜和赵辉，2022；马美婷等，2023；Huang等，2025）。（5）在制度环境层面，环境规制、碳

排放交易及公众环境关注则通过提高污染成本和声誉压力，强化企业绿色双元创新动机（曾经
 

智能制造对企业绿色双元创新的差异化影响

101



纬和李柏洲，2022；龚军姣等，2024；Cheng等，2025）。（6）在技术情境层面，数字技术、大数据分

析能力以及绿色供应链集成等新兴“数字能力”对企业环境信息处理与流程智能化水平有显著

提升作用，推动绿色双元创新（Haylemariam等，2025；Javed等，2025；Zhong和Zhang，2025）。总
体而言，现有研究已从多个层面考察了绿色双元创新的驱动因素，然而在技术情境层面的相关

研究虽关注数字化和大数据能力等技术因素，却主要停留在传统意义的“数字化”层面，尚未将

智能制造纳入绿色双元创新的前因体系。

智能制造是指利用先进信息技术控制机器人在脱离人工干预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完成制

造生产，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Kusiak，2019），并随着数字化、智能化的发展受到国内外研究者

的广泛关注（吴小节等，2023）。其中，就智能制造的结果而言，现有文献关注的焦点逐渐从企业

绩效转移到传统创新，进而转移到绿色创新。在早期，智能制造主要面向生产领域，能够通过增

加创新投入、提升数字化能力、优化组织变革等途径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池仁勇等，2020；侯
翠梅和苏杭，2023）。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市场竞争的加剧，企业需要发展独特的资源能力以

维持竞争优势，智能制造的应用范围也逐渐从生产环节拓展到研发领域，通过促进技术扩散、

提升人力资本、增加研发投入等方式促进企业创新（尹洪英和李闯，2022；王雪璐，2024）；在当

前绿色发展理念推广的背景下，绿色治理成为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治理模式选择，现有文献

进一步聚焦于绿色创新领域，研究认为智能制造通过提升企业运营效率、优化内部控制、促进

技术创新等渠道促进企业绿色创新（Yang等，2022；谷城和张树山，2023）。由于企业在绿色创

新过程中需要做到绿色利用式创新和绿色探索式创新之间的平衡，两类绿色创新在资源需求、

研发周期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而智能制造对企业资源配置、技术研发路径的影响具有多维

性，那么智能制造对不同类型的绿色创新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然而现有文献仅将绿色创新作

为单维度构想来考察智能制造对其的影响（毛其淋和石步超，2024），忽视了智能制造对绿色创

新不同维度的影响，并且尚未厘清智能制造对企业绿色双元创新的影响机理。

在分析智能制造和绿色创新关系的基础上，现有文献进一步探讨了智能制造对绿色创新

的影响机制，指出智能制造通过研发投入、绿色投资和环境关注等中介机制促进绿色创新的实

现（毛其淋和石步超，2024；Zhang等，2024）。然而，智能制造对绿色创新产生影响的边界条件

尚未得到充分探讨。智能制造和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受到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制度环境的影

响，一方面，绿色投资者作为企业内部治理结构中重要的利益相关者，能够通过提供资金支持、

整合绿色信息、引进高素质人才等措施引导实施智能制造的企业进行绿色创新。另一方面，环

境规制作为外部政策工具，能够对企业战略决策产生压力作用，进而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资金

投入与产出。因此，绿色投资者和环境规制如何调节智能制造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仍

需深入研究，他们在智能制造与企业绿色双元创新之间的调节作用更是有待进一步探讨。

现有关于智能制造的研究（黄卓等，2024；Zhu等，2024）多以智能制造政策实施作为准自

然实验，聚焦于政策效应的评估，分析了智能制造政策在低碳发展、劳动力水平、全要素生产率

和创新等方面产生的效应。这种基于政策事件的研究方法虽能揭示政策的短期冲击效应，但难

以反映智能制造在企业生产中的嵌入程度。因此，若想深入了解智能制造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作

用，需要进一步拓展智能制造的测度方式。基于机器学习的文本挖掘方法对企业多维度非结构

化数据进行解析，可以更精确地反映智能制造的动态发展程度（惠丽丽和谢获宝，2024），但现

有研究鲜有使用文本挖掘方法对智能制造进行测度，并展开相关研究。

 三、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智能制造与企业绿色双元创新

资源基础观认为拥有独特资源和能力的企业能够获得竞争优势，包括信息、人力资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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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等重要资源（Barney，1991；Grant，1991），上述三类资源是企业创新的重要决定因素（尹洪英

和李闯，2022）。本文认为智能制造可以通过信息渠道、人力资本渠道和资金渠道三条路径影响

绿色双元创新。

从信息渠道而言，一方面，智能制造以数字信息为载体，能够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识别生

产过程中的资源浪费环节和环境负荷节点（Schwab和Davis，2018），提高生产过程的透明化、可

视化程度，打破企业“信息孤岛”，提高信息流动效率，使企业及时进行绿色创新决策调整，进而

实现生产系统资源配置的动态优化与绿色创新绩效的持续改进（Tezel等，2016），推动绿色利

用式创新。另一方面，智能制造可以通过信息技术实现分散数据的全面集成（Goldfarb和
Tucker，2019），挖掘隐性绿色发展知识，发现潜在的技术空白点，并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

快速生成和验证新的设计方案，加速绿色探索式创新的进程。

从人力资本渠道而言，一方面，智能制造通过重构生产范式与组织架构，促使企业形成“机
器替人”生产模式，催生了适配技术升级的高技能劳动力需求（Autor和Dorn，2013），推动人力

资源实现以研发为主的“哑铃型”升级，实现人机的高效协同，使得企业能够更快速地响应市场

绿色需求，推动绿色利用式创新（沈灏等，2010）。另一方面，智能制造的实施不仅可以通过高技

术人才的引进增强人力资本结构异质性，突破研发团队专业壁垒，还可以通过数据共享水平的

提高实现绿色知识的交互转化，突破研发团队传统绿色认知边界（Teece等，1997），打破技术路

径依赖，推动绿色探索式创新。

从资金渠道而言，一方面，智能制造的实施能够提升企业生产效率，降低运营成本，产生盈

余资金，并通过企业内部创新补偿机制形成“专项资金池”，使资金在其绿色偏好的驱动下快速

投入绿色创新活动中，实现现有绿色技术的优化和改进，推动绿色利用式创新。另一方面，绿色

探索式创新具有长周期、高风险的特点，需要依赖风险投资支撑，侧重于突破性技术的研发（谷

城和张树山，2023）。智能制造作为国家战略规划，具备稳定的资金支持。由于绿色探索式创新

能够为企业带来更高的预期收益，外部融资者更愿意帮助其规避因资金不足而导致的创新中

断风险（Jin和Chen，2024），推动绿色探索式创新。

此外，本文认为智能制造对绿色利用式创新的影响大于其对绿色探索式创新的影响。理由

如下：（1）与遵循传统模式的企业相比，实施智能制造的企业往往面临更大的成本控制和市场

竞争压力，使其更加注重短期效益。为了在短期内实现快速效益提升，实施智能制造的企业将

会更加注重通过提高信息流动效率来实现生产系统资源配置效率的动态优化与绿色创新绩效

的持续改进，从而推动绿色利用式创新；而绿色探索式创新需要挖掘隐性绿色发展知识，发现

潜在的市场绿色需求和绿色技术空白点，难以在短期内转化为创新效益。（2）由于企业对短期

效益的重视，会增加高技能劳动力的引进，优化人力资本结构，从而快速响应市场绿色需求，推

动绿色利用式创新。但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企业难以突破研发团队的绿色认知边界，较难推

动绿色探索式创新。（3）绿色探索式创新强调首创性和开拓性，需要较长的时间周期来实现，通

常具有资金投入高、研发风险大等特点（王琳等，2025；贺佳等，2025）。相比之下，绿色利用式创

新的技术开发不确定性较小，且资金投入少、研发周期较短，风险较低（解学梅和韩宇航，

2022）。由于企业的风险规避特征使其不愿轻易涉足不确定性强的领域，与绿色探索式创新相

比，绿色利用式创新可以使实施智能制造的企业更好更快地发挥资金使用的效率，从而在市场

中取得竞争优势。鉴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a：智能制造能够促进企业绿色利用式创新。

H1b：智能制造能够促进企业绿色探索式创新。

H1c：智能制造对绿色利用式创新的影响大于其对绿色探索式创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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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绿色投资者的调节作用

绿色投资者作为资本市场专业投资者和企业的大股东、监督者，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Freeman，
2010），其本质上是企业内部治理结构中的重要利益相关者（姜广省等，2021），并关注绿色创新

决策（Eyraud等，2013）。首先，由于绿色投资者的投资偏好与智能制造的环保投资、绿色红利等

发展特征（Wei等，2024）相契合，他们更倾向于将资金投入实施智能制造企业的绿色创新项

目，使其拥有更充足的资金用于绿色创新战略规划，从而促进绿色双元创新。其次，绿色投资者

在绿色创新领域拥有广泛的信息网络和行业洞察力，能够为实施智能制造的企业提供市场绿

色动态的最新信息，帮助企业更好地把握绿色创新的方向和机会，提高绿色双元创新效率。再

次，绿色投资者通常会带来更多专注于绿色创新的人才，提升绿色双元创新能力。因此，绿色投

资者可以正向调节智能制造与绿色双元创新之间关系。

此外，本文认为绿色投资者对智能制造与绿色利用式创新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大于对智

能制造与绿色探索式创新关系的条件作用。理由如下：（1）由于绿色投资者更倾向于实现企业

绿色创新的快速应用和改进（姜广省等，2021），绿色利用式创新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减少企业的

环境外部不经济性（El-Kassar和Singh，2019），与绿色投资者追求短期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

益双赢的目标相一致，将优先获得其在绿色需求信息方面的支持。（2）由于对绿色创新的快速

应用和改进的重视，绿色投资者更注重研发人才的定向输送，在智能制造实施过程中缩短研发

周期，便于评估技术进展，从而优先向绿色利用式创新投入资源。（3）绿色利用式创新更注重满

足现有市场绿色需求，能够在短期内被绿色投资者观察和评估，更容易获得绿色投资者的技改

专项资金，有助于绿色投资者在企业智能制造实施中提高对绿色利用式创新的资金支持力度。

综上所述，绿色投资者更能促进实施智能制造的企业开展绿色利用式创新。鉴于此，本文提出

如下假设：

H2a：绿色投资者正向调节智能制造与绿色利用式创新之间关系。

H2b：绿色投资者正向调节智能制造与绿色探索式创新之间关系。

H2c：绿色投资者对智能制造与绿色利用式创新之间关系的正向调节大于其对智能制造

与绿色探索式创新之间关系的正向调节。

（三）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

环境规制是政府为应对污染公共环境的违法违规行为而制定的政策与法律（倪娟等，2020）。
根据制度理论（Tina Dacin等，2002），环境规制强度反映了政府对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重

视程度和政策力度，严格的环境规制将使实施智能制造的企业为满足环境合规需求而减少用

于绿色双元创新的资源，进而产生“挤占效应”（王少飞等，2024）。首先，由于在严格的环境规制

下，企业面临着更大的压力与市场机遇（谭瑾等，2025），这促使企业削减在智能制造信息系统

升级的投入，挤占绿色研发所需的信息资源。其次，严格的环境规制将对智能制造所需的高技

能劳动力进行重新配置，导致承担环境合规性任务的高技能人才比例提升，对绿色研发团队的

人员配置产生挤占效应，也对研发团队的知识整合产生冲击。再次，严格的环境规制会导致实

施智能制造的企业将有限的内部资金从生产性投资转向污染治理和环境合规以获得市场肯

定，同时会导致运营风险提高，降低外部投资者对企业的信心，减少了企业获得外部融资的机

会，限制了实施智能制造企业的绿色双元创新活动。

此外，本文认为环境规制对智能制造与绿色探索式创新之间关系的负向调节大于其对智

能制造与绿色利用式创新之间关系的负向调节。理由如下：（1）由于实施智能制造的企业通常

已具备较稳定的信息系统，严格的环境规制带来的信息资源削弱对资源配置优化效率的影响

相对较弱；然而企业利用数据整合技术对绿色需求进行挖掘的过程需要实时、准确的生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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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这高度依赖信息资源的投入，在信息资源削弱下将受到较大的冲击。（2）严格的环境规制使

智能制造所需的高技能人才在绿色研发与环境合规之间进行重新配置，由于人力资本的结构

性功能缺口较易填补，人力资本结构的作用相对稳定；然而研发团队知识边界的拓展面临更复

杂的要求，一旦关键的高技术人才缺位，将对团队内部的知识整合产生更大的冲击。（3）在严格

的环境规制导致智能制造企业的可获得资金减少的情况下，绿色利用式创新更具灵活性和容

错性，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和较短的周期获得初步成果，相对更具韧性，能灵活应对资金短缺的

问题，但绿色探索式创新往往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用于基础研究，一旦资金链断裂，可能面临

项目停滞甚至失败的风险。综上，相比绿色利用式创新而言，绿色探索式创新受到的抑制作用

更为显著。鉴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a：环境规制强度负向调节智能制造与绿色利用式创新之间关系。

H3b：环境规制强度负向调节智能制造与绿色探索式创新之间关系。

H3c：环境规制对智能制造与绿色探索式创新之间关系的负向调节大于其对智能制造与

绿色利用式创新之间关系的负向调节。

综合以上假设，本文的研究模型如图1所示。
  

绿色投资者进入

绿色利用式
创新

智能制造

绿色探索式
创新

环境规制

H1a

H1b

H1c

H2a H2b
H2c

H3aH3b
H3c

 
图 1    研究模型

 

 四、  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考虑到科技部《智能制造科技发展“十二五”专项规划》与生态环境部《绿色制造科技发展

“十二五”专项规划》均在2012年同步出台，本文选取2012—2023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

究对象。数据主要为：（1）本文所需的上市公司年报数据来自证监会网站，运用Python爬取词频

得到智能制造词频数目；（2）绿色专利申请和授权数据来源于国家知识产权局；（3）相关财务数

据和员工学历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和万德数据库；（4）环境规制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中

国环境统计年鉴。为了提高有效性，对样本做如下处理：（1）剔除样本期间的ST、*ST类、数据缺

失严重以及样本期间退市的上市公司；（2）为避免极端值的影响，对连续变量进行1%和99%分

位的缩尾处理；（3）为缓解异方差的影响，本文使用稳健标准误进行修正。最终得到2 478家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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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共13 623个观测值。

（二）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绿色利用式创新（GUI）和绿色探索式创新（GEI）。参考胡江峰（2020）、王伟

光和韩旭（2023）的做法，本文用绿色实用型专利申请数量衡量绿色利用式创新，绿色发明专利

申请数量衡量绿色探索式创新。

2.解释变量：智能制造（IM）。为准确刻画企业智能制造程度，参考吴非等（2021），基于上市

公司年报文本，以其中的智能制造词频作为测度指标。具体步骤如下：（1）运用Python在上市公

司年报中提取管理层讨论与分析（MA&A）文本；（2）提取政策文件和权威文献中与智能化相

关的词语，构建自定义词典，并添加到jieba分词库中，运用拓展后的词典对（MA&A）文本进行

分词；（3）运用word2vec词袋模型对分好词的文本进行相关词提取，结合人工筛选方式选取出

“智能制造”“智能机器”“智能生产”“机器人”“全自动”“全机器”等关键词；（4）批量抓取关键词

在年报中出现的总次数来构造智能制造变量。

3.调节变量：（1）绿色投资者（GI）。参考姜广省等（2021），使用企业当年的绿色投资基金数

量测量。本文从国泰安数据库的基金市场系列中获取“基金主体信息表”和“股票投资明细表”，
并进行数据匹配，从而获得沪深A股上市公司投资的基金明细；然后查看基金的“投资目标”和
“投资范围”是否包含“环保”“生态”“绿色”“新能源开发”等关键词，以此认定该基金是否为绿色

投资基金，并以绿色投资基金数量衡量绿色投资者。（2）环境规制（ER）。本文借鉴刘荣增和何

春（2021）的做法，从环境规制强度方面设定环境规制指标，采用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完成额占第

二产业产值比重衡量环境规制强度。

4.控制变量

参考吴非等（2021）的研究，选取了财务指标与公司治理层面的变量作为本文的控制变量，

包括公司规模（Size）、总资产收益率（ROA）、管理费用率（Mfee）、总资产周转率（ATO）、现金流

比率（Cashflow）、投资收益率（ROI）、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1）、市净率（PB）、托宾Q值

（TobinQ）、董事会规模（Board）。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
  

表 1    变量定义表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符号 变量测量

被解释变量
绿色利用式创新 GUI ln（绿色实用专利申请数量+1）
绿色探索式创新 GEI ln（绿色发明型专利申请数量+1）

解释变量 智能制造 IM ln（智能制造词频总数+1）

调节变量
绿色投资者 GI ln（绿色投资者数量+1）
环境规制 ER 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完成额/第二产业总产值

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 Size ln（总资产）
总资产收益率 ROA 净利润/总资产平均余额
管理费用率 Mfee 管理费用/营业收入

总资产周转率 ATO 营业收入/平均资产总额
现金流比率 Cashflow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总资产
投资收益率 ROI 投资收益/总资产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TOP1 第一大股东持股数量/总股数
市净率 PB 每股股价/每股净资产
托宾Q值 TobinQ 市值 /总资产

董事会规模 Board ln（董事会人数+1）
 

（三）模型设定

为验证假设1，本文构建如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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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 i,t = α0+α1IMi,t +
∑

k
φkControlsi,t +ηt +µi+εi,t （1）

GEI i,t = β0+β1IMi,t +
∑

k
φkControlsi,t +ηt +µi+εi,t （2）

GRQUAi,t = γ0+γ1IMi,t +
∑

k
φkControlsi,t +ηt +µi+εi,t （3）

γ1 < 0

ηt

µi εi,t

其中，被解释变量为绿色利用式创新（GUI）和绿色探索式创新（GEI），解释变量为智能制造

（IM），控制变量（Controls）为上述影响绿色双元创新的其他变量。GRQUA是绿色双元创新的

差值变量，参考Cohen等（2003）的方法进行构建。由于无法直接比较式（1）和式（2）的系数和的

大小关系，在构建GRQUA的基础上，利用原始的解释变量对其进行回归，并根据IM的系数判

断IM对GUI和GEI影响程度差异：若 ，表明IM对GUI的影响大于IM对GEI的影响，反之则

表明IM对GUI的影响小于IM对GEI的影响。此外，模型引入了年度虚拟变量（ ）、行业虚拟变

量（ ）以及随机误差项（ ）。

为验证假设2，本文构建如下模型：

GUIi,t = α0+α1IMi,t +α2GIi,t +α3IMi,t ×GIi,t +
∑

kφkControlsi,t +ηt +µi+εi,t （4）

GEIi,t = β0+β1IMi,t +β2GIi,t +β3IMi,t ×GIi,t +
∑

kφkControlsi,t +ηt +µi+εi,t （5）

GRQUAi,t = γ0+γ1IMi,t +γ2GIi,t +γ3IMi,t ×GIi,t +
∑

kφkControlsi,t +ηt +µi+εi,t （6）

为验证假设3，本文构建如下模型：

GUIi,t = α0+α1IMi,t +α2ERi,t +α3IMi,t ×ERi,t +
∑

kφkControlsi,t +ηt +µi+εi,t （7）

GEIi,t = β0+β1IMi,t +β2ERi,t +β3IMi,t ×ERi,t +
∑

kφkControlsi,t +ηt +µi+εi,t （8）

GRQUAi,t = γ0+γ1IMi,t +γ2ERi,t +γ3IMi,t ×ERi,t +
∑

kφkControlsi,t +ηt +µi+εi,t （9）

γ3

其中，绿色投资者（GI）和环境规则（ER）为本文的调节变量，式（6）和式（9）中的GRQUA根据相

应研究内容构建，并根据回归系数 比较调节效应大小。

 五、  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基准回归

本文首先进行基准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列（1）、列（3）和列（2）、列（4）分别表示未加入控

制变量和加入所有控制变量情况下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智能制造对企业绿色利用式创新和

绿色探索式创新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即H1a和H1b得到验证。为进一步检验智能制造对绿色

利用式创新和绿色探索式创新的影响差异，本文参考Cohen等（2003）的方法构建变量GRQUA，

进行IM对GUI和GEI的影响程度差异比较。检验结果如列（5）所示，IM的系数（β=−0.031，
p=0.000）显示其对GUI和GEI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表明智能制造对绿色探索式创新的影响小

于对绿色利用式创新的影响，从而假设H1c得到支持。

（二）稳健性检验

1.替换被解释变量的测度

本文采用绿色实用型专利和绿色发明型专利的授权数量分别替换绿色双元创新的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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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记为GUIA和GEIA），并进行回归，结果如表3列（1）—（4）所示。结果表明，智能制造对绿

色双元创新水平的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一致。同时，参考上述方法构建新变量GRQUA1，并对

新变量GRQUA1进行回归，结果如列（5）所示，IM的系数（β=−0.059，p=0.000）显示了IM对

GUIA的影响显著大于对GEIA的影响，与基准回归保持一致，结论稳健可靠。
  

表 2    基准回归

变量
（1） （2） （3） （4） （5）
GUI GUI GEI GEI GRQUA

IM 0.071*** 0.042*** 0.078*** 0.045*** −0.031***

（8.21） （5.29） （8.44) （5.43) （−3.46）
控制变量 NO YES NO YES YES

行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Constant 0.571*** −6.090*** 0.570*** −7.713*** −8.888***

（59.06） （−30.44） （54.59） （−35.59） （−38.24）
N 13 623 13 623 13 623 13 623 13 623

Adj_R2 0.176 0.292 0.116 0.260 0.245
　　注：括号内为t值，***、**、*分别为1%、5%、10%的水平下显著。下同。
 

  
表 3    替换被解释变量测度的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GUIA GUIA GEIA GEIA GRQUA1
IM 0.068*** 0.040*** 0.028*** 0.011* −0.059***

（7.90） （5.08） （4.64） （1.91） （−6.36）
控制变量 NO YES NO YES YES

行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Constant 0.559*** −5.763*** 0.262*** −4.015*** −7.028***

（58.04） （−28.95） （37.90） （−25.22） （−26.76）
N 13 623 13 623 13 623 13 623 13 623

Adj_R2 0.179 0.288 0.072 0.173 0.163
 

2.替换解释变量的测度

本文采用企业是否实施智能制造（样本期间企业年报词频大于0的，IMS赋值为1，反之赋

值为0）替换核心解释变量的测度，进行稳健性检验。考虑到智能制造的实施并非随机分配的，

而是受到企业自身特征以及外部环境的综合影响，表现出明显的非随机选择特征，导致估计结

果存在系统性偏差。为了有效缓解偏差，本文选择倾向得分匹配法（PSM），采用最近邻匹配方

法（1:1）对处理组（实施智能制造）和控制组（未实施智能制造）进行匹配，匹配后的回归结果如

表4列（1）——（4）所示，表明在实现匹配后，智能制造（IMS）对绿色利用式创新和绿色探索式

创新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111（p=0.000）和0.109（p=0.000），均显著为正；同时在替换解释变量

测度后，参考上述方法构建新变量GRQUA2，并对GRQUA2进行回归，结果如列（5）所示，IMS的
系数（β=−0.064，p=0.000）表明其对GUI和GEI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结

论稳健。

（三）内生性检验

1.工具变量法

基准回归分析显示，智能制造对企业绿色双元创新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然而，智能制造

与绿色双元创新之间可能存在由反向因果造成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取工具变量2SLS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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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缓解反向因果引起的内生性的基础上，进一步检验智能制造对绿色双元创新的正向影响。

本文以企业所在地的地形起伏度与时间变量的交互项作为工具变量（记为IV）。一方面，地形起

伏度深度影响企业实施智能制造所需的区域网络基础设施支撑水平，并通过交通条件的便利

性影响实施智能制造企业的选址，与智能制造技术的升级和应用高度关联，满足相关性要求。

另一方面，地形起伏度作为地理环境变量主要影响企业生产流程的选址与生产设备支撑，而绿

色双元创新主要受到市场信号、经济激励等影响，而非地貌条件，因此地形起伏度并不直接对

企业绿色双元创新产生直接影响，需满足外生性条件（柏培文和张云，2021；谷城和张树山，

2023）。在此基础上，本文构建新变量GRQUA3进行2SLS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列（1）所展示的

第一阶段结果中，工具变量通过检验，表明地形起伏度与智能制造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β=−0.009，p=0.017），能够作为有效的工具变量；列（2）和列（3）所展示的第二阶段结果中，智

能制造对绿色利用式创新的系数估计值（β=1.156，p=0.052）和绿色探索式创新的系数估计值

（β=1.362，p=0.042）仍显著为正。同时，参考上述方法构建新变量GRQUA3，并对新变量

GRQUA3进行回归，第二阶段结果如列（4）所示，IM的系数（β=−1.462，p=0.000）显示了IM对

GUI的影响显著大于对GEI的影响。由上可知，结论稳健可靠。表明在有效缓解模型内生性的基

础上，结论依然保持一致。
  

表 4    倾向得分匹配

变量
（1） （2） （3） （4） （5）
GUI GUI GEI GEI GRQUA2

IMS 0.162*** 0.111*** 0.166*** 0.109*** −0.064***

（10.243） （7.504） （9.721） （6.873） （−3.763）
控制变量 NO YES NO YES YES

行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Constant 0.546*** −6.103*** 0.549*** −7.728*** −8.876***

（52.743） （−30.389） （48.877） （−35.550） （−38.071）
N 13 617 13 617 13 617 13 617 13 617

Adj_R2 0.176 0.291 0.114 0.259 0.243
 

  
表 5    工具变量法

变量
（1） （2） （3） （4）

First stage Second stage Second stage Second stage
IM GUI GEI GRQUA3

IV −0.009**

（−2.40）
IM 1.156* 1.362** −1.462***

（1.94） （2.04） （−3.29）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行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Constant −0.434* −5.057*** −6.432*** −5.878***

（−1.95） （0.299） （0.307） （−19.42）
N 13 623 13 623 13 623 13 623

Adj_R2 0.275 −1.214 −1.475 0.198
 

2.Heckman二阶段检验

本文使用Heckman二阶段模型缓解来源于企业实施智能制造决策自选择偏差导致的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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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问题。首先构建了是否实施智能制造（IMS）二元变量：若实施赋值为1；反之赋值为0。其次，

选择地形起伏度作为工具变量（记为IV），在第一阶段Probit回归中，以是否实施智能制造作为

因变量，利用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计算出逆米尔斯比率（IMR），并带入第二阶段的模型进行回

归；同时构建新变量GRQUA4进行回归。表6展示了Heckman二阶段的检验结果。结果显示，加

入逆米尔斯比率后绿色利用式创新的回归系数（β=0.042，p=0.000）、绿色探索式创新的回归系

数（β=0.043，p=0.000）和GRQUA4的回归系数（β=−0.020，p=0.016）均显著为正，表明通过控制

样本选择偏差，使内生性问题得到有效控制，研究结论仍具有稳健性。
  

表 6    Heckman二阶段检验

变量
（1） （2） （3） （4）
IMS GUI GEI GRQUA4

IV −0.023***

（−3.657）
IM 0.042*** 0.043*** −0.020**

（5.189） （5.145） （−2.170）
IMR 0.039 0.183* 0.252**

（0.392） （1.780） （2.290）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行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Constant −3.518*** −6.172*** −8.096*** −9.404***

（−9.319） （−21.161） （−26.258） （−28.408）
N 13 623 13 623 13 623 13 623

Adj_R2 0.292 0.260 0.245
 

 六、  进一步分析

（一）调节机制检验

1.绿色投资者的调节作用

本文将构建智能制造和绿色投资者的交互项（IM×GI）进行回归分析，进一步研究绿色投

资者对智能制造与绿色双元创新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表7列（1）—（2）显示，交互项（IM×GI）
对GUI的系数（β=0.047，p=0.000）和GEI的系数（β=0.042，p=0.000）均在1%的水平显著为正，表

明绿色投资者能够显著增强智能制造对绿色利用式创新和绿色探索式创新的促进作用，验证

了假设H2a和H2b。同时构建新变量GRQUA5进行回归，结果如表7列（3）所示，交乘项IM×GI的
系数显著为负（β=−0.029，p=0.000），表明绿色投资者对智能制造与绿色利用式创新之间关系

的调节作用显著大于对智能制造与绿色探索式创新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假设H2c得以验证。

2.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

本文构建智能制造和环境规制的交互项（IM×ER）进行回归分析，进一步研究环境规制对

智能制造与绿色双元创新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表7列（4）—（5）显示，交互项（IM×ER）对

GUI的系数（β=−0.016，p=0.002）和GEI的系数（β=−0.019，p=0.000）显著为负，表明环境规制强

度的提升能够显著抑制智能制造对绿色利用式创新和绿色探索式创新的促进作用，假设

H3a和H3b得到验证。同时构建新变量GRQUA6进行回归，结果如表7列（6）所示，交互项

（IM×ER）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β=0.004，p=0.516），表明环境规制对智能制造促进绿色利用式

创新和绿色探索式创新不存在显著的差异化影响，其原因在于当前的环境规制以命令控制型

为主，具有“一刀切”的政策刚性，未能产生差异化的合规约束，且企业的不同绿色创新研发过

程对合规约束的响应程度也具有同质性，资源分配方案的韧性不足，导致企业在智能制造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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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无论选择何种类型的绿色创新，均形成相似的资源挤出效应，致使环境规制产生的负向权变

作用未呈现显著差异，因而假设H3c未得到验证。

（二）异质性分析

根据“技术—组织—环境”（ technology-organization-environment，记为TOE）框架

（Tornatzky等，1990），企业在不同的TOE特征层面会存在技术路径与资源分配的差异，影响智

能制造对绿色双元创新的促进效应。据此，本文将从技术属性、组织规模、政策环境三个层面进

行异质性分析。
  

表 7    调节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绿色投资者 环境规制

（1） （2） （3） （4） （5） （6）
GUI GEI GRQUA5 GUI GEI GRQUA6

IM 0.041*** 0.045*** 0.048*** 0.038*** 0.041*** 0.044***

（5.23） （5.36） （5.36） （4.81） （4.90） （4.90）
GI 0.085*** 0.076*** 0.082***

（7.23） （5.95） （5.95）
IM*GI 0.047*** 0.042*** −0.029***

（4.83） （4.10） （−2.67）
ER −0.029*** −0.031*** −0.033***

（−5.18） （−5.26） （−5.26）
IM*ER −0.016*** −0.019*** 0.004

（−3.17） （−3.49） （0.65）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行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Constant −5.325*** −7.028*** −8.218*** −6.079*** −7.702*** −8.937***

（−24.10） （−29.28） （−31.92） （−30.37） （−35.55） （−38.46）
N 13 623 13 623 13 623 13 623 13 623 13 623

Adj_R2 0.297 0.264 0.262 0.293 0.262 0.261
 

1.技术属性异质性

在不同科技水平的企业中，智能制造的发展会呈现不同的经营策略，进而影响绿色双元创

新。本文依据《高技术产业（制造业）分类（2017）》将样本划分为非高科技行业组和高科技行业

组进行分组回归，表8的结果显示了智能制造在不同科技水平企业产生的影响存在差异：非高

科技行业实施智能制造能显著促进绿色利用式创新（β=0.053，p=0.000）和绿色探索式创新

（β=0.079，p=0.000），主要由于其绿色双元创新基础较弱，技术应用的上升空间较大，对智能制

造的实施具有较大的边际影响，因此其智能制造能显著提升绿色双元创新水平；但高科技行业

企业的智能制造对绿色双元创新的影响不显著，主要由于其创新活动已趋复杂化、技术路径依

赖较强，智能制造的实施产生的影响往往被其他因素所稀释。

2.组织规模异质性

鉴于实施智能制造的企业规模存在差异，其具备的基础与资源能力也各不相同，智能制造

对绿色双元创新产生的影响也存在差异。本文根据企业规模（Size）的中位数分组，并进行回归

分析。结果如表9列（1）—（4）所示，大规模企业实施智能制造对绿色利用式创新（β=0.093，
p=0.000）和绿色探索式创新（β=0.069，p=0.000）则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中小规模企业实

施智能制造对绿色利用式创新（β=−0.007，p=0.465）和绿色探索式创新（β=0.017，p=0.082）的影

响并不显著。其原因可能是大规模企业作为行业标杆，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承担着更大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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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责任，同时具备更强的资源禀赋与技术吸收能力，为智能制造影响绿色双元创新提供资源优

势和能力支持，从而大规模企业的智能制造对绿色双元创新呈现出显著的影响；但中小规模企

业受到资源约束，仅能在局部领域实施智能制造，未能系统对绿色双元创新产生有效影响，因

此中小规模企业的智能制造对绿色双元创新的影响不显著。
  

表 8    技术属性异质性

变量
非高科技行业 高科技行业

（1） （2） （3） （4）
GUI GEI GUI GEI

IM 0.053*** 0.079*** 0.010 −0.001
（0.013） （0.013） （0.010） （−0.011) ）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行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Constant −5.236*** −6.106*** −6.694*** −8.845***

（−0.297） （−0.306） （−0.271） （−0.296）
N 5 689 5 689 7 933 7 933

Adj_R2 0.362 0.307 0.261 0.242
 

  
表 9    组织规模异质性

变量
大规模企业 中小规模企业

（1） （2） （3） （4）
GUI GEI GUI GEI

IM 0.093*** 0.069*** −0.007 0.017*

（0.013） （0.014） （−0.009） （0.010）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行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Constant −6.740*** −9.952*** −4.448*** −5.261***

（−0.372） （−0.404） （−0.376） （−0.392）
N 6 812 6 812 6 811 6 811

Adj_R2 0.322 0.295 0.155 0.128
 

3.政策环境异质性

本文以《关于开展2015年智能制造试点示范专项行动的通知》为时间分界点进行分组回

归，结果如表10所示。在前一个样本期间内，智能制造对绿色利用式创新的系数为正（β=0.019，
p=0.491），对绿色探索式创新的系数为负（β=0.001，p=0.964），且不显著，表明在未实施政策期

间，智能制造技术尚未成熟，应用领域受限，导致其未能对绿色双元创新产生系统性的促进作

用；在后一个样本期内，智能制造对绿色利用式创新的系数（β=0.043，p=0.000）和对绿色探索

式创新的系数（β=0.046，p=0.000）均显著为正，其原因主要是在政策实施后，企业将获得专项

资金、税收优惠等政策红利，形成绿色创新资源的集中效应，同时政策实施能提升企业的绿色

偏好，引导更多的资源投入绿色双元创新中。

 七、  结论和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以绿色双元创新为切入点，基于2012—2023年上市公司数据，综合资源基础观、利益

相关者理论和制度理论，通过文本挖掘方法构建了智能制造实施水平的衡量指标，探讨了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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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对企业绿色双元创新的差异化影响及其边界条件。研究发现：智能制造对企业绿色利用式

创新和绿色探索式创新均具有促进作用，其中智能制造对绿色利用式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大；绿

色投资者和环境规制对智能制造和绿色双元创新之间的关系起到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

智能制造对企业绿色双元创新的促进作用在非高科技行业企业、大规模企业以及智能制造试

点示范政策实施期间更为显著。
  

表 10    政策环境异质性

变量
政策实施前 政策实施后

（1） （2） （3） （4）
GUI GEI GUI GEI

IM 0.019 0.001 0.043*** 0.046***

（0.69） （0.05) ） （5.12） （5.20）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行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Constant −4.746*** −5.657*** −6.401*** −8.252***

（−10.14） （−11.52） （−28.76） （−33.98）
N 2 402 2 402 11 220 11 220

Adj_R2 0.252 0.219 0.297 0.265
 

（二）研究贡献

本文的贡献在于：（1）通过考察智能制造对企业绿色双元创新的差异化影响，丰富了智能

制造和绿色双元创新的研究文献。一方面，关于智能制造结果的研究仅将绿色创新视为单维度

构想，忽略了其利用式和探索式的双重维度；另一方面，关于绿色双元创新在技术情境层面的

前因研究仅停留在传统意义的“数字化”层面，忽略了智能制造作为前沿技术对绿色双元创新

的影响。本文基于资源基础观，明确考察智能制造对绿色双元创新的差异化影响，丰富了智能

制造结果研究和企业绿色双元创新前因研究的文献。（2）通过分别揭示绿色投资者和环境规制

对智能制造与绿色双元创新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丰富了智能制造与绿色创新之间关系的研

究。本文厘清了智能制造影响绿色双元创新的边界条件，有助于对智能制造和绿色双元创新之

间关系形成更完整的认识，为智能制造在不同的内外部条件下对绿色双元创新产生的差异化

影响提供了新的洞见，为影响智能制造与绿色双元创新之间关系的权变因素研究做出增量贡

献。（3）通过使用文本挖掘方法构建智能制造的测度指标，拓展了智能制造测量方法的研究文

献。现有文献多以智能制造政策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进行政策效应评估，未能充分反映智能制

造在企业生产中的嵌入程度，本文利用文本挖掘方法捕捉智能制造的动态发展水平，能够对智

能制造进行更为准确的测度。

（三）管理启示

本文的管理启示在于：（1）在智能制造驱动下，企业既要优先实现现有绿色技术和流程的

优化，又要兼顾对突破性绿色技术的研发支持，实现短期效益和长期价值的均衡发展。企业应

优先在已具备基础的绿色创新领域部署智能制造技术，快速提升节能改造、产品优化、精益生

产等绿色利用式创新，同时为避免陷入“绿色利用式能力陷阱”，要充分发挥智能制造的数据驱

动能力对清洁产品生产、突破性绿色技术的研发支持，利用智能技术积累的创新势能，逐步向

绿色探索式创新跃迁。（2）企业应将绿色投资者引入智能制造驱动绿色双元创新的价值网络

中，但要避免因绿色投资者的短期偏好而带来渐进式绿色创新路径依赖。企业应在短期内提升

绿色利用式创新，作为吸引绿色投资者的突破口，并将绿色投资者深度纳入内部治理结构，使

其不仅成为绿色创新资金的提供者，还利用其资源构建智能绿色创新生态，成为绿色创新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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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3）企业应重视创新路径与政策方向的联动，在智能制造驱动下实现环境合规与绿色创

新的协同。在政府环境规制的导向下，实施智能制造的企业应构建“政策—技术”关联知识图

谱，设计出与政策方向协同的绿色创新研发方案，通过提升企业的政策响应能力以增强资源分

配方案的韧性，将政策压力转化为创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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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resource-based view, this paper uses data from China’s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on the Shanghai and Shenzhen stock exchanges from 2012 to 2023 to empirically examine
the differential impact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on corporate green ambidextrous innovation, and
explores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green investors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on this impact.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can significantly enhance corporate green ambidextrous
innovation. Compared with its impact on green exploratory innovation,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has a
greater impact on green exploitative innovation. (2) Green investors positively moder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and green ambidextrous innovation,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and green exploitative innovation is stronger.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negatively moder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and
green ambidextrous innovation, but the difference in the moderating effect is not significant. (3)
Heterogeneity analysis reveals that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non-high-tech industries, large-scale
enterprise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special pilot policies for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the promoting
effect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is more significant. The findings not only expand the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and green innovation, but also provide important
management implications for enterprise managers to promote green ambidextrous innovation through
the adoption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Key words: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green ambidextrous innovation;  green investor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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